
收稿日期:2023-12-30

作者简介:蔡红梅(1981—),女,甘肃秦安人,教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

向: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一般项目“3—6 岁藏汉双语儿童的汉语发展水平测量与促进策略研究”

(18BMZ078)。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
影响机制研究

蔡　 红　 梅　 　 王　 　 茜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教师数字素养是重塑自身专业价值,推进教育数字化和实现数字战略计划的关键所在。 为探讨西

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表现及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作用机制,本文以 1036 名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为调

查对象,采用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问卷、工作感受量表及情绪劳动量表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

的数字素养呈中等水平,各维度发展不均衡;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总体上负向影响数字素养,其中工作负荷负

向预测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和专业发展,但教学自主正向预测教师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专业发

展;情绪劳动在工作压力和数字素养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鉴于此,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需要充足的资源支持、

提升教师的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减轻教师的工作负荷,并增强教师采用情绪劳动策略的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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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数

字素养是数字时代教育工作者必备的专业素养,也是推动教育数字化的关键所在[1] 。 幼儿园教师需要

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数字素养,重塑自身专业价值,以应对技术整合教学的挑战[2] 。 目前,已有研究

集中在教师数字素养内涵、标准、框架[1,3-4] ,大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培养模式及困境等

方面[5-7] 。 已有研究表明,教师数字素养的影响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如学校制度、技术培训、学校地域

等,以及内部因素如教师自我效能感、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8-10] 。 其中,工作压力是影响教师数字素养

的重要因素[11] ,对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起着推动或阻碍作用,但已有研究并未具体说明工作压力对数

字素养的影响,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起作用等关键问题。 有研究指出,幼儿园教师属于高情绪劳动者,过
度的情绪劳动会增加其工作压力,进而影响专业发展[12] 。 然而,有关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工作压力、
情绪劳动这三者关系的研究尚待深入。

数字技术赋能教育不仅能提升教师工作效率,减轻工作负担,还为欠发达地区师生提供学习机会,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弥合不同地域间的“教育鸿沟” [13] 。 目前,我国东西部地区仍存在着教育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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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体现在教师数字化意识、数字化应用和专业发展方面[14] 。 本研究在分析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数字

素养现状的基础上,探究工作压力、情绪劳动对教师数字素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揭示影响西部地区幼

儿园教师数字素养的可控因素,旨在为构建更加完善的教师数字素养影响因素模型,提升西部地区幼儿

园教师数字素养,助推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数字化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与数字素养的关系

数字技术在改善教育教学的同时,也在推动教师专业角色重塑[15] 。 数字素养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是指教师适当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

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而具有的意识、能力和责任[16] 。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嵌套于相互作用的环境之中。 工作场所作为个体数字素养发展特

定的、最主要的实践环境,对其数字技术的合理认知、技术使用能力具有重大影响[17] 。 对于教师群体而

言,工作压力是影响数字素养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是指学校环境中的各种威胁性刺激持续作用而发生

在教师身上的一种不愉快的复杂性情绪体验,如紧张、沮丧等,以及由这种情绪体验而导致的主体身体

和心理上的不良反应[18] 。 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与数字素养关系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 第一,对工作

压力的评估范围狭窄,更多聚焦于工作量和工作负荷。 例如,较高的工作负荷会限制教师将信息技术融

入教学实践[19] 。 第二,以往研究忽视了数字化意识和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更多关注教师对数字技术

的使用及其专业发展。 研究发现,教师工作压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导致教师出现焦虑、紧
张、沮丧等心理状况,抵制参与数字化专业发展活动[20] 。 然而,数字素养是教师应用数字技术开展教育

教学的知识、能力、意识和态度的整合[5] ,仅从技术使用与专业发展方面考察,不足以全面探讨和解释工

作压力和数字素养的关系。 第三,针对幼儿园教师的研究较少,仅个别研究提出,幼儿园教师面临的多

重责任和繁重的工作量是阻碍其信息技术的学习与使用的重要原因[21] 。 第四,尽管多数研究将工作压

力视为数字素养的显性阻碍因素,但也存在分歧。 有研究发现,教师的工作压力与其数字能力正向相

关,承担较大工作量的教师其数字能力显著高于工作量较少的教师[22] 。 分歧的结果可能与研究对象的

差异、用不同的指标代表因变量等有关。
在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的数字素养发展还面临数字教育资源有限、工

作条件不利以及工作压力加重的困境[23] 。 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的

工作压力负向影响数字素养。
(二)工作压力影响数字素养的作用机制

根据一般压力理论,压力通常引发情绪变化。 幼儿园教师由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与大

中小学阶段教师存在显著区别,在工作中更需要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绪[24] 。 故教师对情绪的管理成为

一种劳动形式,即情绪劳动。 情绪劳动包括自然行为、深层行为和表层行为三种情绪调节策略[25] 。 自

然行为是在个体的情绪感受与教学工作要求相符时,自然地流露情绪;深层行为指个体的情绪与教学工

作要求不符合时,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内部心理过程,使自己的真实情绪与教学需要表现的情绪相一致;
表层行为指的是当自身情绪和表现规则不相符时,个体通过管理外部行为表现如面部表情、语言表情,
使情绪体验和行为在表面上与教学工作要求一致[26-27] 。

早期研究更多关注情绪劳动对个体产生的负面影响,认为情绪劳动会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28] ,产
生工作压力,增强职业倦怠感。 其中,深层行为与表层行为对个体具有一致的负面作用[29] 。 随后的研

究普遍认为,由于情绪劳动兼具压迫性和酬劳性,自然行为、深层行为与表层行为这三种情绪调节策略

会给教师工作带来不同的影响[30] 。 研究显示,教师在情绪劳动过程中使用自然行为能提高情绪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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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工作压力,从而降低职业倦怠出现的频率[31] 。 深层行为对教师的工作也能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减

少幼儿园教师的情绪耗竭,增强职业认同感[32] ,提升工作满意度[33] 。 而表层行为与情绪耗竭、低成就

感及去个人化显著相关[34] ,容易产生工作退缩、工作紧张或消极情绪状态[35] 。 此外,情绪劳动具有跨

文化的差异性[36] ,国内学者发现深层行为和表层行为均能降低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压力[37] 。 在我国西

部地区,不同的情绪劳动策略对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压力具有何种影响还未可知。
情绪劳动是连接教师道德责任与专业能力的桥梁[38] 。 当教师越是熟练运用自然行为和深层行为

时,其专业发展水平就越高;当教师越是采用表层行为时,意味着其工作态度就越加消极,专业发展意识

越低[39] 。 最新研究显示,高水平的数字素养与积极情绪和态度相关[40] 。 根据情绪调节理论,教师可以

改变情境或对情境的感知,以调节工作压力造成的焦虑、倦怠等负面情绪体验。 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

第二个假设:幼儿园教师的情绪劳动在工作压力和数字素养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自然行为、
深层行为的增加会减轻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影响;表层行为的增加会加重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

的负向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等西部省份的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

象,共发放问卷 1
 

13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
 

036 份,有效回收率 91. 68%。 其中女性 1
 

017 人、男性 19 人,
分别占比 98. 16%和 1. 84%;教师年龄分布于 19 ~ 25 岁、26 ~ 32 岁、33 ~ 39 岁、40 岁及以上四个阶段,分
别占比 29. 54%,41. 23%,14. 86%,14. 48%;教师学历分布在普高或职高、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四个阶

段,分别占比 5. 89%,41. 31%,50. 58%,2. 32%;每学期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的次数为 0 次、1 次、2 次、3 次

及以上的幼儿园分别占比 24. 9%,41. 9%,12. 6%,20. 6%。 幼儿园相关基础设备配备情况,传统型数码

设备,如电脑、投影、放映机,占比 38. 8%;多功能型数字设备,如智慧白板、交互智能一体机,占比 57%,
体验型、沉浸式的数字化设备,占比 4. 2%。 幼儿园数字化资源建设情况,70%的幼儿园使用传统的信息

化教育资源,如电子教案、PPT 课件、视频录像,30%的幼儿园使用微课或其他的信息化教育资源。
(二)研究工具

1. 《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调查问卷》
(1)问卷编制

首先,基于文献梳理和与幼儿园优秀教师的多轮讨论,依据 2022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标

准》教育行业标准,结合实际自编了《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调查问卷(1. 0 版本)》。 2022 年 7
月,邀请重庆市 106 位幼儿园教师(涵盖市区、区县及乡镇)进行预调查。 其次,根据结果及反馈,修订

了问卷,解决了“数字素养解释不清”“题目与实际不符”等问题,形成 2. 0 版。 随后征求学前教育专家

和信息技术教育专家的意见,对问卷的专业性和语言准确性进一步调整,最终形成《西部地区幼儿园教

师数字素养调查问卷(正式卷)》。
正式问卷共 43 题,分为两部分:(1)基本信息 15 题,包括教师性别、年龄、学历、数字技术培训次数、幼

儿园数字基础设施及资源建设情况等;(2)教师数字素养 27 题,涵盖数字化意识(4 题)、数字技术知识与

技能(4 题)、数字化应用(13 题)、专业发展(6 题)。 各题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分别 1~5 分。 根据量表,数字素养各维度得分理论均值为 3 分,3~4 分为中等水平,高于 4. 5 分为高等

水平,低于 2. 5 分为低等水平。 最后一题为开放性问题,调查教师使用数字技术的困难及所需帮助。
(2)信效度检验

正式调查后,采用 SPSS
 

27. 0 分析,信度分析显示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 923,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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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43,0. 822,0. 947,0. 913,并采用 KMO 取样适合度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 963,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结果达到显著(�2
(351,N= 1

 

036) = 22
 

978. 871,p<0. 001),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以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有 4 个,最大特征值为

14. 192,4 个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20. 625%, 20. 375%, 16. 770%, 11. 754%,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9. 552%,各因子负荷在 0. 52 ~ 0. 82 之间,表明效度良好。
采用 AMOS 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 第一次分析时,�2 / df = 13. 548,根

据修正指数和变量间的实践意义进行修正。 第二次分析时,�2 / df= 4. 963,一般认为,此值小于 3 说明拟

合非常好,3-5 之间表明可以接受。 本模型中,RMSEA = 0. 062<0. 08,GFI = 0. 901 > 0. 9,CFI = 0. 951 >
0. 9,TLI= 0. 939>0. 9,IFI= 0. 951>0. 9,NFI= 0. 939>0. 9,拟合度都较好,说明该量表结构效度较高。

2. 《工作感受量表》
采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淑嫆编制的《工作感受量表》,测量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压力[41] ,共四个维

度 24 个题目,分别为人际关系(8 项)、教学自主(6 项)、工作负荷(6 项)和工作回馈(4 项),题项采用

Likert6 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按 1 ~ 6 分计。 根据量表计分,工作压力各维度得分

的理论均值为 3. 5 分,得分在 3. 5 ~ 4. 5 分之间,表示调查对象知觉到的压力处于中等水平,高于 5 分处

于高等水平,低于 2 分处于低等水平。 对《工作感受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其克隆巴赫 α 系数

为 0. 968,量表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 0. 922,0. 949,0. 952,0. 858,表明该量表信度较好。
3. 《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量表》
采用孙阳编制的《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量表》 [26] ,共 14 个题目,包括自然行为(3 项)、深层行为(4

项)和表层行为(7 项)。 题项采用 Likert5 点计分,计分范围从“非常不符合”得 1 分,至“非常符合”得 5
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越可能采用该种情绪劳动策略。 对《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量表》进行信度分析,
结果显示,其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 910,量表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 0. 873,0. 812,0. 826,表明该量表信度

较好。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幼儿园教师自我评价的方式获得,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为此,采用

哈曼单因素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通过对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未旋转的主成分因

素分析结果表明,14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最大特征值为 17. 77,最大解释力的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3. 07%(低于临界标准 40%) [42] ,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为检验工作压力与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的关系,首先对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工作压力、
情绪劳动进行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 表 1 结果显示,西部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均值为 3. 71,介于 3 ~ 4
分之间,处于中等水平;工作压力均值为 2. 28,介于 2 ~ 3. 5 分之间,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情绪劳动中自然

行为与表层行为均值为 3. 08,深层行为均值为 3. 80,说明幼儿园教师采用深层行为的频率相对较高。
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各维度与工作压力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工作压力与自然行为呈负向相

关但不显著,与深层行为( r = 0. 10,p<0. 01)、表层行为( r = 0. 33,p<0. 01)之间存在微弱的正向相关关

系;数字素养各维度与三种情绪劳动策略均不存在显著相关。 这说明在本研究中,情绪劳动可能是工作

压力和数字素养关系中的纯调节变量[43] 。 此外,经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幼儿园数字技能培训次

数在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上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F = 51. 370,p<0. 001),事后检验可知,每学期培训

次数为 3 次及以上的幼儿园教师,其数字素养显著高于没有接受过数字技术培训和接受过 1 次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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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培训的幼儿园教师。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结果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数字化意识 0. 99 0. 64 1

2. 数字技术

知识与技能
0. 42 0. 76 0. 56∗∗ 1

3. 数字化应用 3. 75 0. 64 0. 61∗∗ 0. 75∗∗ 1

4. 专业发展 3. 64 0. 73 0. 52∗∗ 0. 68∗∗ 0. 84∗∗ 1

5. 数字素养 3. 71 0. 61 0. 71∗∗ 0. 84∗∗ 0. 97∗∗ 0. 90∗∗ 1

6. 人际关系 3. 71 0. 61 -0. 21∗∗-0. 13∗∗-0. 12∗∗-0. 11∗∗-0. 15∗∗ 1

7. 教学自主 1. 88 1. 12 -0. 23∗∗-0. 10∗∗-0. 14∗∗-0. 12∗∗-0. 16∗∗ 0. 81∗∗ 1

8. 工作负荷 2. 60 1. 50 -0. 21∗∗-0. 21∗∗-0. 23∗∗-0. 24∗∗-0. 25∗∗ 0. 69∗∗ 0. 72∗∗ 1

9. 工作回馈 2. 73 1. 38 -0. 21∗∗-0. 19∗∗-0. 21∗∗-0. 21∗∗-0. 23∗∗ 0. 67∗∗ 0. 67∗∗ 0. 79∗∗ 1

10. 工作压力 2. 28 1. 11 -0. 24∗∗-0. 18∗∗-0. 20∗∗-0. 19∗∗-0. 22∗∗ 0. 90∗∗ 0. 90∗∗ 0. 91∗∗ 0. 86∗∗ 1

11. 自然行为 3. 05 1. 02 0. 08∗∗ 0. 01 0. 05 0. 03 0. 05 -0. 08∗ -0. 08∗ -0. 04 0. 01 -0. 06 1

12. 深层行为 3. 80 1. 05 0. 02 -0. 02 0. 01 0. 02 0. 01 0. 07∗ 0. 09∗∗ 0. 09∗∗ 0. 12∗∗ 0. 10∗∗ 0. 67∗∗ 1

13. 表层行为 3. 05 1. 02 -0. 07∗ -0. 02 -0. 02 -0. 01 -0. 03 0. 28∗∗ 0. 31∗∗ 0. 30∗∗ 0. 31∗∗ 0. 33∗∗ 0. 41∗∗ 0. 69∗∗ 1

　 注:∗
 

p<0. 05,∗∗
 

p<0. 01,∗∗∗
 

p<0. 001

(三)工作压力影响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的逐步回归模型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工作压力中的 4 个维度对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及各维度的具体影响,本研究以数

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专业发展和数字素养总维度作为因变量,以人际关系、教
学自主、工作负荷、工作回馈作为自变量,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结果显示,工作负荷负

向预测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β= -0. 257,p<0. 001)、数字化应用(β= -0. 189,p<0. 001)、专业发展(β = -
0. 313,p<0. 001)以及数字素养总维度(β= -0. 211,p<0. 001),其中对专业发展的负向预测作用最大;教
学自主正向预测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β= 0. 115,p<0. 05)、专业发展(β= 0. 143,p<0. 01)。

 

表 2　 工作压力影响数字素养的逐步回归模型分析

因变量 被选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 R2 ΔR2 B β t p

数字化意识 0. 046 0. 046

教学自主 -0. 125 -0. 216 -6. 336 <0. 001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0. 036 0. 006

教学自主 0. 078 0. 115 2. 319 0. 021

工作负荷 -0. 138 -0. 257 -5. 181 <0. 001

数字化应用 0. 036 0. 036

工作负荷 -0. 084 -0. 189 -5. 516 <0. 001

专业发展 0. 054 0. 010

教学自主 0. 091 0. 143 2. 903 0. 004

工作负荷 -0. 159 -0. 313 -6. 360 <0. 001

数字素养 0. 045 0. 045

工作负荷 -0. 09 -0. 211 -6. 198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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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作用机制检验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验证情绪劳动的调节作用。 根据调节变量的检验方法[44] ,首先,在进行调节效

应检验前,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经检验发现,各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均未超过

2. 94(VIF<10),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其次,采用以下步骤检验调节变量:第一步,加入控制

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培训次数;第二步,将工作压力纳入回归方程中,对数字素养进行回归;第三步,将
情绪劳动纳入方程中,检验变量的主效应;第四步,在方程中纳入工作压力与情绪劳动的交互项,若工作

压力和情绪劳动的交互作用显著,则三个变量间存在调节作用关系。
由表 3 可知,在控制性别、年龄、学历、培训次数的条件下,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起负向预测作用(β

= -0. 10,p<0. 001)。 自然行为和工作压力的交互项对数字素养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 08,F = 24. 61,p<
0. 001),表明自然行为可以调节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预测作用。

 

表 3　 自然行为对工作压力与数字素养的调节作用

变量 β1 β2 β3 β4

性别 0. 14 0. 17 0. 17 0. 17

年龄 -0. 01 -0. 02 -0. 01 -0. 01

学历 -0. 01 0. 00 0. 00 0. 00

培训次数 0. 20∗∗∗ 0. 19∗∗∗ 0. 19∗∗∗ 0. 18∗∗∗

工作压力 -0. 10∗∗∗ -0. 10∗∗∗ -0. 11∗∗∗

自然行为 0. 03 0. 06∗∗∗

工作压力×自然行为 0. 08∗∗∗

R2 0. 12 0. 15 0. 16 0. 18

ΔR2 0. 12∗∗∗ 0. 03∗∗∗ 0. 00 0. 02∗∗∗

F 24. 12∗∗∗ 26. 77∗∗∗ 23. 74∗∗∗ 24. 61∗∗∗

　 注:∗∗∗
 

p<0. 001

由表 4 可知,在控制性别、年龄、学历、培训次数的条件下,深层行为和工作压力的交互项对数字素

养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 04,F= 21. 75,p<0. 05),表明深层行为可以调节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预

测作用。
 

表 4　 深层行为对工作压力与数字素养的调节作用

变量 β1 β2 β3 β4

性别 0. 14 0. 17 0. 17 0. 17

年龄 -0. 01 -0. 02 -0. 02 -0. 02

学历 -0. 01 0. 00 0. 00 0. 00

培训次数 0. 20∗∗∗ 0. 19∗∗∗ 0. 18∗∗∗ 0. 18∗∗∗

工作压力 -0. 10∗∗∗ -0. 10∗∗∗ -0. 11∗∗∗

深层行为 0. 02 0. 04∗

工作压力×深层行为 0. 04∗

R2 0. 12 0. 15 0. 15 0. 15

ΔR2 0. 12∗∗∗ 0. 03∗∗∗ 0. 00 0. 01∗

F 24. 12∗∗∗ 26. 77∗∗∗ 23. 60∗∗∗ 21. 75∗∗∗

　 注:∗
 

p<0. 05,∗∗
 

p<0. 01,∗∗∗
 

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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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在控制性别、年龄、学历、培训次数的条件下,表层行为和工作压力的交互项对数字素

养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 06,F= 23. 20,p<0. 001),表明深层行为可以调节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

预测作用。
 

表 5　 表层行为对工作压力与数字素养的调节作用

变量 β1 β2 β3 β4

性别 0. 14 0. 17 0. 17 0. 17

年龄 -0. 01 -0. 02 -0. 01 -0. 01

学历 -0. 01 0. 00 0. 00 0. 00

培训次数 0. 20∗∗∗ 0. 19∗∗∗ 0. 19∗∗∗ 0. 18∗∗∗

工作压力 -0. 10∗∗∗ -0. 10∗∗∗ -0. 14∗∗∗

表层行为 0. 03 0. 06∗∗

工作压力×表层行为 0. 06∗∗∗

R2 0. 12 0. 15 0. 15 0. 16

ΔR2 0. 12∗∗∗ 0. 03∗∗∗ 0. 00 0. 01∗∗∗

F 24. 12∗∗∗ 26. 77∗∗∗ 23. 74∗∗∗ 23. 20∗∗∗

　 注:∗∗∗
 

p<0. 001

为进一步揭示情绪劳动的具体调节作用,以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压力和数字素养超出正负一个标准

差为标准进行分组,分别绘制简单斜率图,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

　 　
图 1　 工作压力与自然行为的交互作用 图 2　 工作压力与深层行为的交互作用

图 1 显示,在低自然行为下,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强,数字素养水平越低( simple
 

slope = - 0. 11, t = -
6. 62,p<0. 001);在高自然行为下,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simple

 

slope = -0. 02,t = -
0. 82,p>0. 05)。 这表明在自然行为增加时,对数字素养的保护作用增强,当达到高自然行为时,工作压

力对数字素养不具有负向影响。
图 2 显示,不论是低深层行为( simple

 

slope = -0. 11,t = -6. 67,p<0. 001),还是高深层行为( simple
 

slope= -0. 07,t= -2. 37,p<0. 05)下,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强,数字素养水平均会降低;在高深层行为下,工
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影响更小。 这表明在深层行为增加时,对数字素养的保护作用增强,工作压力

对数字素养的负向影响减弱。
图 3 显示,不论是低表层行为( simple

 

slope = -0. 14,t = -7. 47,p<0. 001),还是高表层行为( simple
 

slope= -0. 08,t= -2. 52,p<0. 05)下,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强,数字素养水平均会降低;在高表层行为下,工
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影响更小。 这表明在表层行为增加时,对数字素养的保护作用增强,工作压力

对数字素养的负向影响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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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作压力与表层行为的交互作用

根据以上结果,研究假设 1 被验证,即工作压力显著负向影响教师数字素养。 研究假设 2 部分被验

证,即幼儿园教师的情绪劳动在工作压力和数字素养间起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在高自然行为下,工作

压力对数字素养不具有负向影响;深层行为、表层行为的增加,减弱了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影响。

四、讨论及结论

本研究以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为自变量,以数字素养为因变量,以情绪劳动为调节变量,
调查了 1

 

036 名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的情况。 结果显示,教师的数字素养处于中等水平,各个维度的发

展并不均衡;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工作负荷是数字素养的重要预测因子,情绪

劳动在教师工作压力与数字素养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 尤其是表层行为对数字素养起到了保护作用。
总体而言,幼儿园教师的情绪劳动在工作压力与数字素养的负向关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本研究的

独特之处。
(一)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的数字素养处于中等水平,各维度发展不均衡

当前,对于我国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现状的认知仍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 本研究依据

《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对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各维度进行实证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西部地

区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处于中等水平,其数字素养发展面临着环境资源建设滞后的困境。 一方面,许多

幼儿园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这难以为教师的数字技术应用提供基础支持,例如智能

化教学、教学管理信息化和对儿童的个性化学习支持等,而且降低了教师的数字技术使用体验[45] ,不利

于教师形成数字化意识和主动掌握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另一方面,幼儿园的数字化资源建设水平较

低,阻碍了教师的教学创新和专业成长,导致教学方法单一、互动性不足,限制了幼儿探索式学习,影响

教育质量提升。
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各维度发展不均衡,数字化意识与数字技术知识之间出现失配现

象。 随着国家教育数字化的迅速推进,大部分幼儿园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愿意使用数字技术。
然而,教师普遍缺乏必要的教育数字化技术理论与知识,对于如何定位和应用数字化知识与技术以实施

教育活动,存在着较大困难[46] 。 原因可能是幼儿园教师数字化意识可在国家教育政策宣传,以及在教

育数字化工作实施中逐步增强,但是,系统的数字技术知识获取更依赖于专业的数字技术培训[47] 。 调

研发现,西部地区幼儿园数字技术培训次数偏少,同时数字技术培训次数增加会显著提升教师的数字素

养水平。 这反映了数字技术培训是提升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的有效途径,同时也说明当前西部地区幼

儿园教师接受数字技术培训的机会仍然普遍不足。
(二)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负向影响数字素养

关于教师工作压力和数字素养之间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争议。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西部地区

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压力负向预测数字素养,即教师的工作压力越大,其数字素养水平越低。 这为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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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下探究二者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撑。 多项研究指出,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繁琐、时间长、强度高、要求

多、责任大,却没有对应的工作回馈,面临着社会地位不高和收入较低的困境,工作压力日益加大[36,48] 。
较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教师产生焦虑、无助、倦怠、孤独等消极情绪体验[49] 。 这些情绪容易引发自我防御

机制,形成固定型的思维方式[50] 。 教师的数字素养发展需要高层次的认知活动和社会情感技能,而固

定思维模式使教师倾向于回避涉及高认知过程的数字技术学习,降低使用数字技术的动机。 此外,有研

究表明,教师数字技术的使用频率、数字化专业发展的参与程度与职业认同紧密相关[51] 。 西部地区幼

儿园教师面临着不利的工作环境和有限的数字教育资源,需要更高的职业认同度来应对工作压力的负

面影响。 然而,工作压力引发的情绪疲惫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教师的职业认同[52] ,降低了幼儿园教师

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进而影响数字技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全面应用。
本研究发现,在工作压力对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的影响中,工作负荷是关键预测因素,负向影响着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能力及专业发展。 数字技术快速迭代推动社会加快变迁和工作生活

节奏加快,个体在这个加速环境中面临空间、时间、行动、情感等方面的挑战[53]53。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幼儿园教师不仅要完成常规教学任务,还需承担视频拍摄与剪辑、公众号撰写等额外工作。 这些

任务严重分散教师的时间和精力,导致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中消耗的心理资源难以被补充,逐渐形成工

作情感负荷,诱发教师曲解教育理想和本质[54] ,产生“抵制变革”的心理。 这增加了教师对可能导致教

育数字化变革失败因素的认识,容易出现消极的数字技术使用意图,进一步抑制其数字化专业发展的进

程[55] 。 因此,相比于降低来自人际关系、工作回馈等方面的压力,减轻工作负荷以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

更具有可行性。 本研究还发现,教学自主正向预测教师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和专业发展,这与研究预期

不一致。 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减少,会增加负面情绪体验。 如果幼儿园能为教师提供积极的工作反馈、有
效的技术支持等工作资源,能增强教师数字技术学习的内部动机,也能减轻工作压力带来的负向影响。

(三)情绪劳动在工作压力与数字素养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在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应对工作压力与数字素养的关系中,情绪劳动的三种策略(自

然行为、深层行为和表层行为)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这表明,当面临工作压力时,教师采用的情绪

劳动策略能显著影响其对数字技术的态度和使用能力。
当教师采用高自然行为时,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不具有负向影响,这是因为高自然行为是一种自动

化的、无需调节的情绪劳动策略,不会消耗心理资源。 深层行为对教师的数字素养具有积极的保护作

用,这与研究预期一致。 在高深层行为中,教师通过聚焦于事件的积极方面,或通过认知重评工作情景

等方式改变内心认知,使其情绪体验与学前教育工作的情绪要求相一致,也无需过多精力消耗。 因此,
当教师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并消耗大量身体和情绪资源时,采用积极的高自然行为和高深层行为策

略,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内心认知,调节由工作压力引发的负面情绪,不仅保护了自我的专业成长积极

性,而且为自身数字素养发展带来了“减负”效果。
表层行为在教师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负向预测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并且随着教师表层行为的减少,

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预测作用增强。 这一结果与研究预期不符。 已有研究显示,教师采用表层

行为策略时,会通过调节外部的情绪表现,使自己的情绪体验和行为表现在表面上与专业规范相一致,
但这会降低教师自我真实感,导致心理资源消耗无法得到补偿[56] 。 然而,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
师不可避免需要采取情绪夸大策略,这是一种表层行为形式[57] ,以满足幼儿更多、更强的情绪刺激需

求,达到学前教育的专业要求。 情绪感染理论认为,情绪接受者的感官情绪会与输出者保持一致。 当教

师采用表层行为策略展示积极情绪时,会引发幼儿的积极情绪体验,并使教师自身获得预期的正向回

馈,从而弥补了心理资源的消耗,也能产生正向影响[58] 。 因此,本研究认为,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使用

的表层行为策略可能在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影响中起到缓冲效应。
综上,幼儿园教师在情绪劳动中表现出的自然行为和深层行为,充分体现了学前教育的专业要求。

尽管表层行为经常被认为是不理想的情绪调节策略,但也不应完全禁止。 幼儿园教师可基于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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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承诺,结合保教实践中幼儿发展的情绪需求,适当采用表层行为策略,这对于当前教师数字素养的

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五、研究建议

本研究揭示了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影响机制,这对于深入理解和拓展

教师工作压力与数字素养之间的关系,以及构建更加完善的幼儿园教师数字素养影响因素模型具有积

极意义。 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西部地区幼儿园数字化环境建设、实施精准化的数字素养培训

第一,提供适宜、可及的数字基础设施设备和高质量在线资源,缩小西部地区学前教育的“接入鸿

沟”。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2》提出,结合地区基础条件和优势特色,加快夯实数字化发展基础底座,
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强化政策扶持力度,深入挖掘并发挥西

部地区所独有的资源禀赋优势[59] ,改善幼儿园硬件设施陈旧与不足的现状,为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提

供基础支撑。 建设标准化和规范化优质数字资源,推进优质资源的共享,既能减轻教师收集和整理资源

的负担,也能确保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提升西部地区幼儿园整体教育质量。 目前,应大力推进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使用。 该平台集课程资源、教学管理、应用服务于一体,具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和广泛的用户基础,提供资源智能推荐、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等功能,可提升教师的体验和学习效果,能
满足教师使用数字技术优化保育教育活动、提升自我专业能力的需求。

第二,分层分类设计和实施精准培训,帮助教师发展高效、可迁移的数字素养。 一是推动《教师数

字素养》与《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等相关政策文件的纵向衔接。 根据不同类别、岗位、层次的教师学习

需求,分解数字知识、数字技术技能等维度的培训目标,设计多层次、细粒度的培训体系[60] 。 综合设计

数字化意识、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专业发展、数字社会责任等内容,重点针对数字

技术的应用维度,细化到具体的应用场景。 例如,幼儿身心发展评价及分析,通过智能手环、APP 等收

集幼儿运动量、睡眠时间、情绪状态等,并利用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定期分析,生成儿童身心发展报告。 再

如出勤统计、家长通知等班级事务管理。 二是增加教师参与培训的机会,丰富培训模式,打破时间空间

的限制,既“走出去”又“引进来”。 综合在线课程、线下讲座、专家咨询和指导、实践操作、合作交流和跟

岗学习等多种培训方式,创新培训模式,提升培训实效。 通过举办以数字技术为主题的教学比赛,鼓励

教师创造性地整合数字技术与实践活动。 三是培训应注重教师的主体地位。 基于真实需求,赋予教师

充分的话语权,发展教师的数字思维,在利用数字技术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身

的数字素养。
(二)减轻教师工作负荷,增强幼儿园教师采用情绪劳动策略的适宜性

第一,减轻幼儿园教师工作负荷。 一是通过设置专业发展专项奖金等方式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提供丰富的专业学习和职称晋升等机会,促进教师养成发展型心态,主动学习数字技术。 在全社会营造

理解、认同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地位、尊重教师劳动的良好氛围,理解教师的工作性质与价值,缓释教师的

精神负荷。 二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建立教师工作负荷的监测体系,精准监测不

同层次、类别的幼儿园教师在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方面承受的工作负荷实况。 根据负荷监测结果,为
教师提供个性化的反馈和建议,帮助教师提升数字素养和教学能力。 鼓励和支持教师运用数字技术组

织教育活动和进行班级管理,最大限度地减轻工作负荷,减少情绪资源的消耗,实现从外到内的数字素

养提升路径。
第二,优化幼儿园教师的情绪劳动策略。 一是教育主管部门可将压力应对、情绪调节的相关内容纳入

教师在职专业发展体系,通过专题知识讲座、进行认知重评团辅训练,帮助教师学会灵活运用角色转换、放
松法、合理情绪疗法等方法应对压力情境[61] 。 二是幼儿园管理层应指导教师优化情绪劳动策略,提高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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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策略的适宜性。 在可能引发教师情绪资源损耗的压力情境中,引导教师多采用自然行为和深层行为,
适当采取表层行为,以调节和管理自我情绪,从而对教师的数字素养发展产生缓解压力的效果。

本研究有若干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究。 第一,数据获取主要采用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的自陈报告,可
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未来应该通过观察法、访谈法等多途径收集数据,保证数据客观性。 第二,本研究

非追踪研究,无法检验变量之间的稳定性,未来可采用追踪研究进一步检验。 第三,本研究较多关注了

教师工作压力对数字素养的负向结果,可能掩盖了低于某一限度的工作压力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作

用,以及尚不清楚是否有待发现的其他重要变量。 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讨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工作压

力与数字素养之间多种可能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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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is
 

essential
 

to
 

reshaping
 

their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realising
 

of
 

the
 

dig-
ital

 

strategic
 

plan
 

and
 

advancing
 

the
 

digital
 

education.
 

To
 

examin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western
 

China,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
 

between
 

digital
 

literacy
 

and
 

job
 

stress.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with
 

1036
 

preschool
 

teachers
 

in
 

western
 

China
 

as
 

respondents.
 

Digital
 

literacy
 

questionnaire
 

for
 

preschool
 

teachers,
 

work
 

feelings
 

scale
 

and
 

emotional
 

labor
 

scale
 

were
 

adopted
 

for
 

the
 

survey,
 

and
 

data
 

was
 

analyzed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preschool
 

teachers
 

is
 

moderately,
 

uneven
 

development
 

across
 

dimensions.
 

The
 

job
 

stress
 

of
 

preschool
 

teachers
 

negatively
 

predicts
 

their
 

digital
 

literacy,
 

with
 

the
 

workload
 

negatively
 

predicts
 

digital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skills,
 

digital
 

application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ut
 

teaching
 

autonomy
 

positively
 

predicts
 

teachers’
 

digital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skill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emotional
 

labor
 

plays
 

a
 

regulatory
 

role
 

be-
tween

 

job
 

stress
 

and
 

digital
 

literacy. Therefore,
 

enhanc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requires
 

adequate
 

resource
 

support,
 

improving
 

teachers’
 

digital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skills,
 

reducing
 

teachers’
 

work
 

burden,
 

and
 

enhanc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eachers’
 

emotional
 

job
 

strategies.
Keywords:digital

 

literacy;
 

job
 

stress;
 

emotional
 

labor;
 

preschool
 

teachers;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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